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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亨利·皮朗是 20 世纪初西方史坛的著名学者。他提出的“皮朗命题”被誉为 20 世纪

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命题之一。皮朗创造性地将地中海视为一个整体，从不同文明之间大范围互动的

角度解读欧洲的起源与发展，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与范式。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作为新区域史

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地中海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而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

代的地中海世界》是地中海史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通过对皮朗史学思想与布罗代尔等地中海史研

究学者的著作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皮朗强调经济与社会史研究，倡导超越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

性与注重在大范围空间对历史进行长期性与结构性分析，对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研究产生了直接影

响。而对“皮朗命题”中有关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二元对立的中世纪早期地中海分裂性论断的反思，则

推动了新地中海史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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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世纪史的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1862—1935) 在西方史学发展中具有

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皮朗，翻译出版了他的多部学术著作，①并做出评介。②

近些年来，有关皮朗史学思想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③但深入探究皮朗史学思想与地中海史研究关联

性的文章却寥寥无几。本文对皮朗的史学思想进行初步的考察与梳理，并将其与费尔南·布罗代尔

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下文简称为《地中海》) 以及近 20 年来出版的几部地

中海史代表性著作的学术理念进行比较分析，据此说明皮朗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

研究，而且对 21 世纪以来的新地中海史研究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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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皮朗的著作早在民国时期就被引入国内。商务印书馆于 1940 年出版了由胡伊默翻译的《中古欧洲社会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

社则于 1964 年出版了该书的新译本《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译者为乐文。1985 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了由陈国樑翻译的

《中世纪的城市》;2011 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由王晋新翻译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
参见袁景:《亨利·皮朗与独特的社会过渡理论》，《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 年第 11 期;郭方:《亨利·皮朗的〈中世纪欧洲社会经

济史〉》，《中华读书报》2001 年 11 月 21 日。
王晋新撰有三篇相关论文，分别探讨了他对皮朗学说的理解、“皮朗命题”对西方文明形成问题的启迪和皮朗与法国年鉴学派的

关系，参见《皮朗与皮朗命题:对西方文明形成时代的重新审视》，《世界历史》2008 年第 3 期;《古典文明的终结与地中海世界的

裂变:对西方文明形成的重新审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亨利·皮朗与法国年鉴学派》，《古代

文明》2007 年第 4 期。有关“皮朗命题”的专题性文章参见向荣:《西方学者对“皮朗命题”的验证与再讨论》，《光明日报》2016
年 12 月 10 日;李隆国:《“皮朗命题”与罗马文明的历史影响:评魏可汉的〈建构早期中古:400—800 年的欧洲和地中海〉》，李猛

主编:《奥古斯丁的新世界》，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版，第 301—313 页。其他有关皮朗的讨论散见于一些文章或著作中，如朱

明:《亨利·皮朗之后的中世纪城市史研究》，《史林》2017 年第 4 期;刘寅:《传承与革新:西方学界关于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的

新进展》，《世界历史》2018 年第 1 期;刘景华:《欧洲中世纪城市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

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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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亨利·皮朗于 1862 年出生于比利时韦尔维耶市。比利时是 19 世纪初欧洲大陆最早进行工业

革命的国家之一，而当时的韦尔维耶是比利时重要的毛纺织业中心。成长于工业资本家家庭的皮朗

深知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其日后的经济与社会史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大学期间，

皮朗受到中世纪史学者戈德弗鲁瓦·库尔特的影响，对中世纪经济史与社会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此

后便一直致力于中世纪城市起源与发展的研究。皮朗于 1883 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

文《中世纪迪南城市制度史》于 1889 年出版，填补了比利时城市史研究的空白。皮朗一生主要的学

术贡献集中于中世纪城市史、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与比利时史的研究，其最负盛名的著作包括七

卷本的《比利时史》、《中世纪的城市》、《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与《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等。
皮朗特别关注古代世界的终结与中世纪的起源这一学术问题，相关的思考集中体现在《穆罕默

德与查理曼》一书中。皮朗之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蛮族入侵对西欧的蹂躏摧毁了古典文明，西欧自此

进入黑暗的中世纪。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被废黜的公元 476 年成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

志，并成为古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线。这一观点因 18 世纪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

史》而得以广泛传播，由吉本所确立的“罗马帝国衰亡”范式主导了整个 19 世纪与 20 世纪上半叶的

史学研究。皮朗提出了与之不同的学术观点。他认为，日耳曼人入侵之后，西方的经济生活仍旧是

面向地中海的，与东方的海上贸易往来使西方依旧是具有统一性的地中海世界的组成部分。罗马帝

国的文化与经济体制一直延续到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时期。这种状况在 7 世纪之后才发生了

彻底转变，那时，阿拉伯人占据了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阻断了东西方之间常规的贸易往来，从

而破坏了地中海经济与文化的统一性。拜占庭帝国犹如欧洲的母亲，阿拉伯人以暴力阻断了母子之

间的联系，欧洲这个孤儿再也无法吸吮到地中海的乳汁，被迫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成长历程。皮朗认

为这才是古代世界最终走向衰亡，西欧步入中世纪的根本原因。由此，皮朗提出了那句著名的论

断———“倘若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① 后世史学界将皮朗对于古代世界终结

与中世纪开端的史学观点概括为“皮朗命题”。
“皮朗命题”完全颠覆了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长期主导史学界的传统观念，对欧洲从古代向中世

纪的转变过程进行了结构上的整体性重构，彻底否定了吉本范式。皮朗强调古代地中海文明在蛮族

入侵之后的延续性，将古代世界终结的时间节点推移至 7—8 世纪，弥合了古代与中世纪之间的传统

历史分期与学科界限，使学者们认识到公元 250 年至 800 年这一时期的独特性与重大意义。② 皮朗

的新观点不但打破了学术领域固有的分野，而且突破了西欧这一狭隘视域，第一次将地中海地区与

整个亚欧地区视为一个互动整体来加以思考。其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皮朗突破了传统史学研究专注于政治史与制度史的局限，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纳入历史研

究之中。
至 19 世纪末，历史研究的关注焦点主要是政治、军事、外交与宗教等问题，经济史尚未形成为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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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亨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王晋新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240 页。
G. W. Bowersock，“Introduction”，in G. W. Bowersock and Peter Brown，etc. eds. ，Interpreting Late Antiquity: Essays on the Postclassical
World，Belknap Press，2001，p.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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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研究领域，大多史学家都忽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考察。皮朗认为史学研究应该更加具有普遍

性与综合性，应重视地理、气候、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因素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运用经济学、
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与研究方法。其中，皮朗特别强调经济史与社会史的重要性。在他看

来，经济与社会现象具有可统计性，可以避免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政治史相比较，经济史超越了

民族与国家的偏见，因而具有国际性。① 皮朗深受德国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冯·施穆勒思想与理论

方法的影响，较早地开始从经济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中世纪城市史研究。他批判了过去以“罗马学

派”与“日耳曼学派”为主的各种有关城市起源的学说，提出了“商业移民社团起源说”，将城市、商人

与远程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创造性地从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探索中世纪城市的起源。这一理

论模型也成为他研究古代世界向中世纪转变的理论基础。他于 1925 年出版的《中世纪的城市》一书

是城市史与经济社会史完美结合的产物，综合阐释了 13 世纪以前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被认为是有

关这一主题最好的著作。②

在皮朗看来，政治事件通常只是社会发展的具体表现，因而，他的《比利时史》超越了关注政治与

外交事件的传统叙事模式，纳入了此前从未被重视过的对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考察与分析。③ 通

过追溯比利时民族形成的漫长历程，皮朗指出，比利时民族形成的基础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比利时

国家具有社会、经济与文化上的统一性，并非人为建构的政治产物。布莱斯·利昂称这部著作是“19
世纪历史著述从简单传记与描述性政治记录，转变为通过社会、经济、文化与制度等方面的因果关系

来阐释人类发展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典范”。④ 马克·布洛赫更明确地称之为“总体史”，是民族史写

作的典范之作。⑤ 而他提出的“皮朗命题”貌似聚焦政治变迁，但它主要是基于对罗马帝国晚期与西

方中世纪早期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总体结构性差异的比较分析，可以说，导致古代文明中断的原因本

质上是一种经济现象。
对于经济史研究领域来说，“新‘德国历史学派＇使经济史成为经济学中的必修学科。这场运动

主要是通过皮朗在历史领域产生影响，并使其思想传播到整个西欧。”⑥皮朗的论著在西方学术界的

广泛影响力，对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为经济史发展成为独立的历史研究领域

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皮朗的宽广视野、非正统的史学观点、注重对历史的解释而不只满足于描述

的做法，以及提倡对新科学方法的运用，深刻影响了年鉴学派第一代的著名学者吕西安·费弗尔与

马克·布洛赫，以至于他们称皮朗为导师。皮朗还身体力行地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创办提供了

莫大的支持与帮助，并成为杂志第一届编委会的成员。由于这些贡献，他也被视为年鉴学派的创始

人之一。⑦

第二，皮朗倡导突破国别史的界限，将欧洲视为整体研究单位，提倡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
皮朗的史学观念一方面深受当时欧洲新兴学术思想、理论与方法的启发，另一方面也源于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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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F. L. 冈绍夫:《亨利·皮朗与经济史研究》，载亨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第 336 页。
Bryce Lyon，The Origins of the Middle Ages: Pirenne's Challenge to Gibbon，W. W. Norton ＆ Company，1972，p. 302.
Bryce Lyon，Henri Pirenne: A Biographical and Intellectual Study，Story-Scientia，1974，p. 133.
Bryce Lyon，Henri Pirenne: A Biographical and Intellectual Study，p. 136.
Bryce Lyon and Mary Lyon，eds. ，The Birth of Annales History: The Letters of Lucien Febvre and Marc Bloch to Henri Pirenne (1921 －
1935)，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1991，pp. 139 － 140.
Erik Thoen and Eric Vanhaute，“Pirenne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Theory: Influences，Methods and Ｒeception”，Belgisch Tijdschrift
Voor Nieuwste Geschiedenis-Ｒevue Belg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Vol. 41，No. 3 (2011)，p. 345.
Sarah Keymeulen and Jo Tollebeek，Henri Pirenne，Historian: A Life in Pictures，Leuven University Press，2012，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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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残酷的战争之后，对当时思想潮流与历史研究倾向的质疑与反思。19 世纪西方史学研究的主流

模式主要是以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单位。皮朗很早便意识到了这种史学研究模式的局限与缺

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撰写的《比利时史》就已经突破了传统民族史的叙事模式，强调不同文明

之间的互动性，注重整体的历史发展进程。战争使皮朗更加认清了基于种族论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危

害。在德国的囚禁生活不仅使皮朗获得了独特的视角，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以往的历史观念，更使他

意识到政治与意识形态有损历史研究的公正性与客观性。在深刻反思了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与帝

国主义对史学研究的影响之后，皮朗开始思考并撰写《欧洲史》，对欧洲整体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

趋势进行宏观分析。在阐释欧洲历史起源与发展进程时，史学家们大都是从民族立场出发，在欧洲

各地区内部探寻原因，长期陷于“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的争论之中。而皮朗则超越了国别史

的研究界限，将欧洲视为整体研究对象，把欧洲历史发展演变的问题置于更大的地理范围内来考虑。
对于古代世界到中世纪转变的原因，皮朗开创性地从不同文明互动关系所形成的地中海世界的结构

性变迁中进行解释。皮朗曾在自己的笔记中指出:“我并非在建构一种理论，而是在陈述事实，推导

结果。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些是因为我们从未将这一时期的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①

在研究方法上，皮朗特别强调比较的重要性，认为运用比较方法考察历史可以揭示出，决定一个

民族发展的是社会、经济、宗教与地理等因素的作用，而非种族。② 在 1923 年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历史

科学大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皮朗发表了题为《历史的比较方法》的开幕致辞，倡导所有的历史学家

都应该从比较的视角进行研究。他认为“仅用比较的方法就可以消除历史学家之间的种族、政治与

民族偏见”，③只有比较的方法才能“使历史学家避开他周围的陷阱，理解他所研究的所有事实的真

正价值与科学事实的准确程度……历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才能摆脱情感的操控”。④《穆罕默德

与查理曼》正是他运用比较研究的代表作。他在书中从结构与具体表现两个方面，分别对阿拉伯人

扩张之前与之后的地中海，墨洛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时期欧洲的经济与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对

比分析。
第三，皮朗将地中海作为整体历史研究框架，注重历史发展的长期性与结构性研究，从互动与联

系的角度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在欧洲以外寻找欧洲发展的动力。
皮朗率先提出了“地中海特性”与“地中海的统一性”的概念。他指出:“在人类结构所有奇妙的

特征之中，罗马帝国所具备的最显著并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地中海的特性。”所以，“完全凭借

地中海的功用，罗马帝国才以最明显的方式构成了一个经济统一体。”而当日耳曼人取代罗马帝国统

治的时候，“作为古代世界基本特征的‘地中海统一性＇在所有领域内都一直存留着。”此时地中海东

部世界通过贸易、艺术与宗教生活的变革继续影响着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西方世界变得越来越拜

占庭化。⑤ 到 7 世纪时，罗马帝国所创建的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并没有终结，日耳曼人所统治的世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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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丧失古代世界的那种地中海特征。因此，皮朗将地中海统一性的破裂与否作为考察古代世界

是否终结的衡量标准。正是基于地中海世界的大空间范围，皮朗得以从西方世界、拜占庭帝国与伊

斯兰教世界之间联系共生与交往冲突的结构性互动关系中来思考问题。他将人们的目光从欧洲内

部引向外部世界，在欧洲之外寻找欧洲历史变迁的动力。在从欧亚非大范围互动的整体史视角阐释

古代世界向中世纪转变的原因时，皮朗不仅把西部地中海贸易的衰落与地中海统一性的破裂归因于

伊斯兰教世界、拜占庭帝国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冲突，还归因于伊斯兰教所建立的广阔帝国，因为这

个帝国为基辅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欧地区提供了新的市场，从而导致了东西方贸易线路的转

移。① 皮朗由此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动态的历史解释的结构体系，为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

与范式。
综上而论，“皮朗命题”集中反映出皮朗强调空间与时间层面上的联系性与互动性的创新的整体

史观念。对于中世纪史研究来说，皮朗是“站在那种陈旧的关于过去的观念立场之外，对古代与中世

纪世界之间互动关系进行思考的第一位历史学家”，②也是“第一个认识到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与西方

具有深远影响的学者”。③“皮朗命题”的阐释逻辑是以地中海的商业流动性和连通性与经济统一性

为基础的。在皮朗看来，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联系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连通性成为他整个论

断的支撑点。这种强调大范围结构性与连通性的观念对后世学者不断创新的整体性历史阐释具有

深远的启发与推动意义，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应该从整体的、互动的视角来思考历史变迁，从而启发了

新的历史动力学观点的形成。④ 这些影响也都集中体现在地中海史的研究中。

二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1949 年出版，1966 年修订再版) 是地中海史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
该书问世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于布罗代尔的学术思想源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英国史学家佩里格

林·霍登与尼古拉斯·珀塞尔在《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一书中，集中讨论了年鉴学派的两大史

学传统对于布罗代尔的影响，分别为“尽可能地将地理学与历史学整合起来的倾向”和“对总体史的

追求”。而在这两大传统的塑造过程中，地理学家保罗·维达尔·德·拉·白兰士与史学家吕西

安·费弗尔可谓是居功至伟，前者认为“地中海地区是一个长期具备个性特征的统一体”，后者不遗

余力地推动总体史的研究。⑤ 需要注意的是，《堕落之海》在强调维达尔·德·拉·白兰士与费弗尔

对布罗代尔的“重要影响”的同时，也指出，皮朗“所揭示的既研究基督徒地中海世界同时也研究穆

斯林地中海世界的必要性对布罗代尔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⑥ 然而，纵观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

重维达尔·德·拉·白兰士和费弗尔而轻皮朗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一点应该予以高度关注。
事实上，布罗代尔本人直接提到了皮朗对他的地中海史研究的重大影响。1972 年，布罗代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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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简短的个人学术传记，具体讲述了他选择地中海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过程。1923 年，大学毕业

后的布罗代尔成为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一名中学历史教师，同时也为获得博士学位而展开研究。起

初，布罗代尔提交给索邦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有关菲利普二世和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外交政

策，属于较为传统的政治外交史。① 当他在夜以继日地阅读档案的过程中，越来越开始质疑自己的选

题时，是皮朗开启了他将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的视野。布罗代尔的遗孀波勒·布罗代尔在回

忆《地中海》写作的缘起时指出:“1930 年，在阿尔及尔召开了历史科学大会，担任此次大会助理秘书

的布罗代尔得以接待了许多史学大师……但在那一时期，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也是最吸引他的，是

1931 年皮朗在阿尔及尔大学所做的关于 7 世纪穆斯林入侵后封锁地中海的演讲。”②皮朗的演讲使

布罗代尔“开始思考地中海本身，这是一个非常古老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比菲利普二世这个悲伤

的角色更加生动，更加令人兴奋”。③ 布罗代尔自己这样描述皮朗对他的重大启示:“他的演讲令我

大为震惊，随着他的手臂张开又合上，整个地中海也随之先是开放自由，然后被关闭封锁! ……最

终，我选择了地中海。”有了这种想法之后，他发现很多档案是不可用的，因为它们主要反映的是君

王、财政、军队、土地和农民。1934 年，在杜布罗夫尼克(今克罗地亚境内)，他查到的资料让他兴奋

不已:“这里有船只、提货单、货物交易、保险费率、商业交易。我第一次看到了 16 世纪的地中海。”④

将《地中海》与皮朗的著作进行比较，皮朗的史学思想对布罗代尔的影响清晰可见，具体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布罗代尔追随皮朗的研究路径，注重考察经济与社会史，并强调城市与贸易的决定

性作用。
布罗代尔不仅在研究对象上从西班牙转向更加宏大的地中海世界，更重要的是他将研究领域从

传统的政治外交史扩展到了经济与社会史。⑤ 表面上看，费弗尔与布洛赫创办的《经济和社会史年鉴》
直接影响了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转变。《年鉴》的目标是要扩大历史学的视野，摆脱当时在法国史学界

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史、制度史研究，关注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人种学等在内的其

他人文学科，尝试一种打破各种人文历史学科界限的“全面的历史学”。⑥ 这种布罗代尔所称的“伟大

的历史学”成为他毕生的追求，《地中海》是具体的尝试。然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借鉴地理学的基

础之上，布罗代尔更多地采纳了皮朗的研究方法。与布洛赫重视农业生产模式不同，布罗代尔追随皮

朗的脚步，注重对商业交换的考察。皮朗将地中海视为一个经济统一体，一个以经济交换体系为基础

的巨型网络。布罗代尔也认为地中海总体上是“一个经济世界，一个自在的世界”。⑦ 而在这个由交换

网络构成的经济世界中，布罗代尔同皮朗一样强调城市与远程贸易的中心地位。
“皮朗命题”是建立在皮朗所创立的城市、市场与远程贸易紧密关联的理论模型基础之上的。在

皮朗看来，远程贸易、城市以及从事远程贸易的商人团体三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它们的发展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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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经济兴衰的根本性因素。商人阶层催生出中世纪的城市，远程贸易是中世纪城市发展与经济复兴

的核心条件，也左右着地中海经济的兴衰。这种模型同样也是布罗代尔阐释菲利普二世时代地中海

世界的基础。塞缪尔·金赛观察到，布罗代尔对他所独创的三种历史时间中“中时段”的“社会时

间”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皮朗的模型。① 布罗代尔也认为，远程贸易是城市商业与制造业发

展的基础，城市的发展与变化归根结底都是商业活动在起着推动作用。15 世纪和 16 世纪地中海世

界的中心就是由威尼斯、米兰、热那亚与佛罗伦萨构成的狭小的城市四边形区域。② 布罗代尔就“长

时段”的“地理时间”指出:“地中海共同的人文特征就表现为道路纵横与城市林立。”地中海的统一

性以人员的往来联系与畅通的道路为基础，是通过陆路与海陆的远程贸易相互连接起来的。地中海

就是由交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各民族构成的运动空间，而控制和运行这个运动着的世界的发动机则

是城市。“城市是农业的归宿并支配着农业”;“一切都以城市为终点”;“地中海的历史与文明都是

城市的业绩”。布罗代尔把地中海视为欧洲历史的心脏，而城市就是地中海的心脏，“地中海的命运

取决于道路与城市的兴衰。”在这种思路下，布罗代尔肯定了皮朗有关西方中世纪的观点:“公元 8、9
世纪，地中海的海路交通为伊斯兰所掌控，整个活动场所向东移动，使基督教西方世界丧失了地中海

道路网的滋养。”③

其次，皮朗倡导的超越民族主义史学的局限性和进行比较研究的思想影响了布罗代尔对地中海

的整体性思考，皮朗对历史研究空间的拓展则直接启发布罗代尔形成宏大的视野。
破除传统史学研究的狭隘性与片面性，是 20 世纪初一些经济与文化史学者努力的目标，皮朗更

是极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皮朗一直呼吁史学家们从国家的视角转向比较的

和整体的视角，倡导做大范围、长时段、结构性的比较研究，以避免政治与民族偏见。《地中海》完全

摆脱了法国历史研究传统中过分强调民族主义的倾向。布罗代尔通过创建不同的历史时间，将政治

史置于历史发展的次要地位，他在地理历史意义上对地中海所作的界定，则使国家不再是历史研究

的唯一焦点。他笔下的地中海不是由作为政治符号的“国家”构成的区域，而是由生态空间与贸易往

来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布罗代尔因此能够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层面上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以探

明地中海世界的统一性与差异性特征。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罗代尔在史学实践上出色地贯彻了

皮朗的理念。
皮朗开阔的历史视野也启发了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研究。皮朗对欧洲历史的创新性阐释是建

立在拓宽历史空间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要想真正理解古代世界衰亡与中世纪诞生的原因，以

及欧洲经济复兴的根源，就必须超越民族或国家这种人为划分的界限，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其

置于“地中海”乃至欧亚大陆更大的框架体系中来看待。如前文所述，在皮朗的启发下，布罗代尔将

自己的研究从西班牙转向整个地中海，并且其研究视野较皮朗更为开阔。为了更好地理解 16 世纪的

地中海，他在空间上远远超出地中海区域，北方海域、美洲、印度洋、太平洋都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
再次，受到皮朗注重研究历史长期性与结构性发展变化的影响，布罗代尔也非常重视对结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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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察。
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政治事件的作用远远不如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大。他对社会与历史问题强

调的是“结构性”而非“事件性”的阐释方案，并明确地称自己为“结构史学家”。① 他在这方面同样借

鉴了皮朗的著作。如前文所述，皮朗从地中海经济的结构性变迁来解释西方世界从古代向中世纪的

转变。而对于整个西欧重新“走上进步道路”的原因，皮朗也认为并非是由于欧洲内部的自身发展与

缓慢积累，而是源于更广阔世界的结构性经济发展变化。威尼斯与东方世界的贸易往来，弗兰德斯

地区与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黑海—拜占庭贸易路线的联系，从南、北两个方向共同推动了欧洲

的商业复兴。② 布罗代尔完全赞同皮朗对欧洲经济复兴的结构性解释，并用同样的整体视角观察地

中海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他认为用事件来解释地中海航运在 16 世纪下半叶依然保持繁荣的原因会

使人“一叶障目”，必须统观世界全局。他认为问题的真正原因是，从美洲至欧洲，再到东南亚，金银

货币与各种商品由东到西和由西向东的双向循环运动都是经由地中海地区的。③

对于地中海衰落的问题，布罗代尔的分析也是“结构性”的，“即使在对危机的短期形势的历史

进行的调查研究中，……也必须指望结构史学来提供答案”。④ 他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并发展了皮朗

对中世纪早期地中海由繁荣到衰落的结构性解释逻辑，认为不是短期危机或政治事件，而是贸易的

结构性变迁导致了地中海的兴衰。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中总结道:“主要是交换体系方面的问题，

而非生产或消费方面的困难导致了一场‘结构性危机＇，从而导致了 17 世纪初地中海‘辉煌＇历史的终

结。”⑤正是因为布罗代尔同皮朗一样以地中海整体性结构变迁而非政治危机作为衡量标准，因此他

得出了同皮朗相类似的判断。布罗代尔质疑有关地中海地区衰退时间的传统论断，在《地中海》第四

版中，他将衰退的时间进一步推延至 17 世纪后半叶。“地中海生命的光辉灿烂的事物并不是随着

1590 年前后几年发生的百年趋势的逆转，并不是随着 1619—1621 年的短期危机的剧烈震荡宣告终

结的。”⑥尽管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海外扩张以及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却没

有立即破坏地中海传统的经济生活。地中海的衰落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
综上所述，皮朗的史学观念是布罗代尔地中海史研究的重要思想源泉。他们之间所不同的是，

地中海对皮朗来说是他解释欧洲历史发展的概念基础与框架，而布罗代尔则将地中海作为整体的研

究对象与主角。皮朗关注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地中海地区的结构性变迁对欧洲历史发展的影响，属于

历时性的考察，而《地中海》则是对 16 世纪的地中海世界进行的地理生态和人类经济与社会史的考

察，所呈现的是地中海历史横截面的全景图，并且更具全球视野。皮朗关注的是地中海统一性破裂

的原因，而布罗代尔则更强调地中海的统一性。这些差异其实反映出布罗代尔对皮朗的超越。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看，《地中海》是在皮朗的互动论基础上增加了地理生态因素，但布罗代尔比前人更成

功地找到了一种将地理生态的影响与人类社会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将地理知识作为

历史写作的开篇背景。《地中海》最富创新意义的地方正是通过建构别具一格的历史时间体系，将地

理历史和经济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将生态与历史结合起来。

21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 1 卷，第 980 页。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第 53—67 页。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 1 卷，第 847 页。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 2 卷，吴模信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980—981 页。
参见 Samuel Kinser，“Annalist Paradigm? The Geohistorical Structuralism of Fernand Braudel”，p. 77。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 2 卷，第 403、979、9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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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被誉为“20 世纪历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之一”。① 按照常理来说，这部被誉

为“划时代的”、“革命性的”的杰作本应推动地中海史研究的发展繁荣，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一方

面，布罗代尔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指出了地中海的统一性，这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只做细小的

补充就可以了，无须再有更多的人去继续研究。② 实际上也没有人敢于挑战他的这部地中海的总体

史，有学者称其为“孤独的领航者”。③ 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冷战对立的加剧，“皮朗命题”对地中海

统一性的阐释被忽视了，而皮朗所描绘的伊斯兰教势力在地中海上制造的东西方交流的阻隔，却作

为冷战铁幕的隐喻而得到凸显。冷战时期的政治导向推动了以当时地缘政治地理分布为基础的区

域研究的发展，地中海就在这样的政治与学术发展潮流中被隐没了。
随着 1991 年苏联的解体，后冷战时代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与社会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推动学术

重心发生了转移，一些学者开始挑战传统区域研究的模式。全球史研究率先在美国兴盛起来，世界

各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人口与生态等方面互联互动的网络关系受到特别关注。在这

种趋势下，作为人类互动交往场所的海洋开始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地中海与大西洋、印度洋等海域

一起成为新的热门研究领域。可以说，新地中海史研究是在全球史转向的推动下，作为新区域研究

的领域而出现的，并成为跨学科创新研究的焦点。
总体来说，新地中海史研究强调地中海的连通性与整体性，而这种理念的提出是以对“皮朗命

题”的重新认识为逻辑出发点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学者们沿着皮朗的研究路径深入挖掘新史料，修

正了他对中世纪早期历史的认识。皮朗对地中海史研究最主要的影响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以互动论

为基础的有关地中海统一性的论断，二是有关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二元对立的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产生

分裂性的论断。前者是布罗代尔等互动论学者构建地中海世界图式的重要思想基础，后者则是新地

中海史研究的逻辑起点。新地中海史研究最初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与东方主义“他

者”概念的反思，主张将地中海视为无边界、无中心的过渡空间与互动场所，反对东西方二元对立的

观念。甚至有学者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广泛接触与交流作为专门的课题来进行研

究。④ 约翰·沃特金斯曾指出:“在知识层面上，新的地中海史研究始于对亨利·皮朗论点的批判，

即伊斯兰教的兴起将地中海变成了事实上的铁幕，将基督教欧洲与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地区分隔开

来。最近学者们修正或者完全否定了皮朗的主张，他们描述了一个商业、人口与文化交流的网络，这

个网络在关键的 7 世纪之后很久仍然连接着围绕海洋的三块大陆。”⑤无论是在近年来出版的地中海

史新作中，还是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地中海史学术会议上，“皮朗命题”都是无法绕开的讨论话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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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 Elliott，“Mediterranean Mysteries”，New York Ｒeview of Books，May 3，1973，p. 25.
夏继果:《地中海史研究:从布罗代尔到阿布拉菲亚》，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组编:《中国梦:教育变革与人的素

质提升》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0—148 页。
John Marino，“Braudel's Mediterranean and Italy”，California Italian Studies，No. 1 (2010)，p. 3.
例如 Cemal Kafadar，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Molly Greene，A
Shared World: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John Watkins，“The New Mediterranean Studies: 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Challenge”，Mediterranean Studies，Vol. 22，No. 1
(2014)，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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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塞巴斯蒂安·施密特—霍夫纳所指出的那样:“如今，任何关于地中海世界经济解体的讨论都是以

《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为出发点的。”①

在新世纪以来的新地中海史研究成果当中，迈克尔·麦考密克、大卫·阿布拉菲亚、克里斯·威

克姆、佩里格林·霍登与尼古拉斯·珀塞尔的著作最具代表性。麦考密克在 2001 年出版的《欧洲经

济的起源:公元 300—900 年的交流与商业》一书，重新考察了争论近百年的“皮朗命题”。针对皮朗

有关 7 世纪中期以后地中海交通中断，以及由此造成的加洛林经济去商业化的论断，麦考密克运用

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对文本证据与沉船遗迹所提供的信息进行编组、量化与综合分析，描绘出一幅

与皮朗观点截然相反的动态的地中海商业交换网络。尽管随着西部省份政治统一性被破坏，以罗马

帝国控制为主导的地中海航运模式发生了相应变化，商业总量出现下降趋势，但各类人员继续穿行

在东西方之间的海洋上。这表明 7—9 世纪的历史时期并非如皮朗所说的是交通闭塞、去商业化的

封闭时期，而是一个交流频繁的繁荣时期。与皮朗强调穆斯林封锁地中海导致欧洲经济衰退的主张

相反，麦考密克认为哈里发帝国的建立为新的欧洲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不过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

现，麦考密克对“皮朗命题”的修正实际上仍然追随了皮朗的研究路径，强调远距离贸易在经济与社

会中的主导作用，因此，被史学界称为“新皮朗主义”。②

阿布拉菲亚关注的焦点同样是地中海世界的交往互动，但更强调人在地中海世界的主导地

位。他于 2011 年出版的《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的创新之处便是立足于地中海本身( 海上的

岛屿、港口与人) ，关注的是“属于地中海的历史”，③而不是其周围陆地的历史。该书采用全球

史的视角，描述了人类从远古时代直到今天在地中海上互动交往的漫长历史。阿布拉菲亚认为

地中海史的统一性就在于地中海的可变性与往来于海上的人群之中。④ 不过该书第三部分有关

后罗马时代的地中海史，阿布拉菲亚仍然采纳了皮朗的部分观点，强调商业往来在地中海统一

性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地中海统一性被逐步打破的 6—8 世纪作为地中海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转折时期。⑤

威克姆的观点与互动论不同。针对“皮朗命题”的争论，他指出:“有关连续性与断裂性的争论

仍像一叶无锚之舟漂浮在当前的研究海洋之中。”⑥他既反对研究中的目的论倾向，又批评最近的一

些研究有目的地去寻求连续性。“各种类型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刻中去寻

找连续性而不是结构上的变化。”他一方面强调结构变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在每一次转变

中，连续性与变化性之间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⑦ 对此，威克姆在他于 2005 年出版的《建构

中世纪早期:400—800 年的欧洲与地中海》一书中，试图从根本上挑战皮朗范式。他采用了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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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stian Schmidt-Hofner，“Ｒegionaliz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Journal of Late Antiquity，

Vol. 4，No. 1 (2011)，p.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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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阿布拉菲亚:《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下册，徐家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31—355 页。
Chris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400 － 8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 4.
Chris Wickham，“Historical Transitions: A Comparative Approach”，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Vol. 13，No. 1 (2010)，pp.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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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朗或“新皮朗主义”学者将地中海作为整体予以考察的做法，而是将前罗马帝国的疆域及其周边地

区划分成十个区域，分别从国家与税制、贵族与土地占有、农民与农业生产方式、城市与商品流转等

多个层面，对各区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进行对比分析。有别于皮朗对地中海世界贸易一

体化的描述，威克姆强调的是地中海世界的多样性特征，注重对地区差异性的考察。他完全摆脱了

皮朗范式简单明了、结构鲜明的逻辑框架，改用一种区域比较方法，去考察各地区分离与内部重组的

原因，意图在地区差异化的发展中寻求解决连续性与变化性的问题，①从而避免理论模式的单一化与

解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不过对照前文可以发现，虽然威克姆批评皮朗的长途贸易决定论，意图推

翻皮朗范式，但他对新范式的探索仍然是在步皮朗的后尘，专注于经济与社会史研究，而且忽略了地

中海世界的生态环境因素。
在新地中海史研究中，最具开创性的当数霍登与珀塞尔在 2000 年出版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

研究》。该书是地中海史研究领域继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之后又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作者总结并批评了皮朗与布罗代尔等四位 20 世纪地中海史学的代表人物

的互动论观点，认为他们都只是将物资再分配作为理解地中海历史的核心，因而称他们为“同舟四

人”。② 在霍登与珀塞尔看来，皮朗“对城镇与长途贸易解释过多，而对生产与总需求研究得过少。”③

而布罗代尔只是在互动论之外补充了生态学的视角，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将二者整合在一起。④ 不同

于皮朗和布罗代尔关注远程贸易的研究路径，霍登与珀塞尔关注的是历史生态学。他们借鉴环境史

中“微观生态”体系的概念，从人与环境的多元互动着手，关注地中海世界中人类与物质、自然与文

化、经济与生态因素的共生结合，强调各“微观生态”区域之间的沿海短途贸易。由于生产、库存与再

分配三位一体的生产逻辑的多样性而形成的互动关系，使地中海的各个“微观生态”区域与周边其他

“微观生态”区域联系起来。他们用反映互联网思维的“连通性”(connectivity) 观点，代替皮朗有关

中世纪早期地中海经济交通中断与地中海统一性破裂的说法，完全否定和超越了“皮朗命题”。该书

在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强调地中海生态与文化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与复杂性又因地中海的连

通性而呈现出统一性。⑤ 连通性使整个地中海构成了具有统一性的大系统。这种始终处于不断变化

中的动态生态体系，使得将地中海世界划分为西方世界、拜占庭帝国与伊斯兰教世界的传统做法失

去了意义，从而避免了欧洲中心主义，有利于将地中海纳入到全球史的框架中开展更广泛和深入的

比较研究。
尽管完全摒弃了皮朗范式，但霍登与珀塞尔仍然肯定了皮朗对地中海史研究的贡献。在

《堕落之海》的“连通性”一章中，皮朗所关注的 7 世纪末至 9 世纪初地中海世界的基本特征，以

及“皮朗命题”的相关问题仍然是作者们必须要进一步阐释与思考的对象，而中世纪早期则被命

名为“皮朗时代”。⑥ 他们认为，皮朗有关地中海自古代至中世纪早期保持统一性的论断仍然具有巨

大价值。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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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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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埃里克·德斯泰勒在 2011 年曾撰文指出，地中海史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范

式———“战场”(battlefields)与“集贸市场”(bazaars)。前一种是由皮朗提出的对抗模式，将地中海视

为分裂对抗的战场;后一种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提出的统一模式，将地中海看作互动交流的集贸市

场。新地中海史研究正是始于对“皮朗命题”的批判。霍登与珀塞尔对地中海连通性的创新解读在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对地中海互动与交流的研究。但德斯泰勒提醒学者们，在构建一种“包容一切”的

“集贸市场”范式时可能会产生偏颇，因此不能“忽略地中海长久以来存在的敌对、分裂、误解、剥削

与暴力”。① 笔者对此观点深表赞同。许多学者将皮朗有关伊斯兰教势力割裂地中海的论断作为地

中海史研究对抗模式的代表，从主张连续性的立场对“皮朗命题”提出许多修正或批判意见。但却忽

视了皮朗理论中更为重要的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皮朗命题”是以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古代地中海的连

通性与统一性为基础的。皮朗描述的古代与中世纪早期的地中海是东西方世界联系、互动与交流的

网络。尽管他提出的阿拉伯人扩张造成地中海世界分裂的论断有失武断和简单化，但皮朗基于大量

史料所论述的地中海世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与战争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应

当认识到，冲突与联系是地中海历史所呈现出的不同面相，地中海的历史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交流

与冲突并存的，不应试图以统一模式完全取代对抗模式，以连续论完全取代断裂论，而是应当尽力消

除地中海文明边界的传统区分观念，认识到地中海是一个充满相互竞争与冲突、彼此交往和共生的

复杂而多样的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批驳“皮朗命题”的观点与论

断，但皮朗对古代与中世纪地中海的阐释以及后世学者的相关争论依然是地中海史研究者所无法回

避的问题，皮朗对地中海史研究的影响仍然是巨大而深远的。

( 作者武海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 100089)
( 责任编辑: 张旭鹏)

( 责任校对: 吴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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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ric Ｒ. Dursteler，“On Bazaars and Battlefields: Ｒecent Scholarship on Mediterranean Cultural Contacts，”Journal of Early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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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ographical theo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is the generalization and
summary of historical works. It is not the objective study of historical reality.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nuanced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y. The
movement to further define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for example，paved the way for the rise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in the 1980s. Yet we need to prevent the total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y，as some Western schools of historiographical studies do，for such misconception
would cause the negation of historical theor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the reliable results of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should form the basis for research i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The legac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s extremely copious，and the study on the subject is profound. Both ar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s we believe that the common task for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is to reveal the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the
effort to combine both approaches has great prospects for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Henri Pirenne and the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 / Wu Haiyan

Henri Pirenne was a Belgian historian. As his major achievement，he proposed the Mediterranean as a
holistic research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Europe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ide-rang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It has opened up a new field of vision and
provided a new paradigm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Mediterranean，as one of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of new regional history，has become an academic
hotspot.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by Fernand Braudel is，for
example，a landmark work of studies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irenne
with Braudel and other Mediterranean historians，we can conclude that Pirenne has clearly influenced
Braudel's view on Mediterranean histor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emphasis o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the shift away from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and the focus on the long term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a wide range of space. Driven by the antagonism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Pirenne separated the Mediterranean. This assertion has further
influenced new studies on Mediterranean history.

Ayodeji Olukoju and His Ｒesearch on Maritime History / / Wang Yan

Ayodeji Olukoju is one of the major figures in the third wave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Nigeria. He is
also one of the pioneers of Nigerian maritime history. According to him，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all human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sea. In his research，he works on topics such as Nigerian ports，shipping
industry，and comparison of maritime history. Olukoju believes in the relevance of historical studies to social
development，and he adopts long-term perspectives to examine policy decisions. For example，by comparing
Nigerian and Japanese maritime polic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he advocates maritime
nationalism. He argues that Nigerian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ate power to facilitate maritime
development. A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ports，he prefers multiple causations to a single explanation. In
his research，Olukoju adopts concepts from a diverse group of geographers and economists，and employs an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

New Developments in Historical Animal Geographies in the West and Lessons for China: A Survey
of the Papers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 / Zhang B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have led their studies of historical animal geographies to divergent paths. Through analyzing relevant
articles on historical animal geographies published 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from 2000 to
2018，we can identify three research trends in this discipline in recent year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opics and
methods，the focus on common animals in close contact with human beings，and the attention to animals in
specific small and medium-scale space. The recent development not only fills in the gap of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but also proposes new ideas to tackle some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push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it also promotes new ideas to challenge the narrow view of anthropocentrism in
the field. The strength of these studies in the West deserves our attention. As we need to adhere to ou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animal geographies in China，we also need to learn from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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